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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形势及其主要特点，揭示了当前我国农民增

收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选择。 即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并创新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对西部地区、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东北地区的财

政支持，完善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发展的产业生态和创新创业生态；以粮食主产区、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重点，加强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支持；
落实完善乡村产业发展支持政策，同等优先加强对乡村企业发展的支持；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优化农产品市场调控方式；全面促进农村改革深化和城乡联动发展，加强农业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

和服务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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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一样，一直堪称农业农村发展的“头等大事”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
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应该建立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之上。 否则，乡村振

兴很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 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增

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

键” ［１］ 。
近年来，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 ２０２０ 年

底，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党中央将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

行系统评估和总结，然后正式宣布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２］ 。 这些成就的取得，与近年来农

民收入的较快增长有密切关系。 特别是 ２０２０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 ［３］ ，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运筹帷幄，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不仅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
还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从 ２０２０ 年第三季度开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实现了由负转正，而且农民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１．０ 个百分点；２０２０ 年全年农

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速达到 ３．８％，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速快 ２．６ 个百分点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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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十四五”发展的大幕已经拉开，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更加需要重视促进农民增收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扩

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通过促进农民增收，更好地为扩大内需提供“源头活水” ，为促进“民生福

祉达到新水平”提供持续动力。 在此背景下，科学分析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特点、面临的问题，面
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十四五”发展的战略需求，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选择，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和现实紧迫性。
农民增收问题向来是“三农”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农业农村政策研究关注的焦点问

题，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密集关注。 如盛来运、张车伟、杨灿明、姜长云、钟钰、张红宇、潘文轩、
王小华、程国强、崔会芳、刘奇、何茜等的研究，主要涉及农民收入增长形势和趋势，农民收入来

源结构和影响因素的变化，农民收入增长面临的困难和瓶颈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差异、城
乡收入差距，农民增收的国际经验及战略思路、现实对策等方面 ［５－１９］ 。 按照时间脉络纵向观察

比较这些研究结论，不难发现，农民增收问题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也不是单纯的“三

农”问题；而是一个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甚至国际发展环境变化休戚相关的问题。 鉴于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倾向，形成妨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影响扩

大内需的痛点、难点和堵点，农民增收问题往往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动态持续给予长期

关注的问题。 况且，农民增收问题历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需要深度“与时俱

进” ，结合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变化考察的重要政策和实践问题。 现有研究有的主要关注特定区

域的农民增收问题，有的虽然关注全国农民增收问题及其区域比较、城乡比较，但由于诸多原

因，对近年来农民增收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关注不够。 因此，本文结合当前发展阶段、发展环

境的深刻变化，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将科学把握农民增收总体态势与进

一步揭示农民增收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起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形势及其主要特点

（一）农民收入增速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次高时期，但增速呈现放缓徘徊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①连创新高，２０１９ 年达到 １６０２０． ７ 元，较
２０１２ 年的 ８３８９．３ 元增加了 ９１．０％；按可比价格计算，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 ７ 年间年均递增 ７．５％，高
于同期全国 ＧＤＰ 年均实际增速 ０．５ 个百分点②。 农民收入增速仅略低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到

１９８５ 年的改革开放初期（图 １） 。
２００８ 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

变，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尤其是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ＧＤＰ 实际增速呈现明显降低的趋

势，导致农民人均收入增速趋于放缓（表 １、图 ２） 。 ２０００ 年以来，我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

增速的峰值年份为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均较上年实际增长 １１．４％。 ２０１２ 年全国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较上年实际增长 １０． ７％，２０１９ 年下降到 ６． ２％，下降 ４． ５ 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年，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仍达 ６．５％，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０．９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高于 ＧＤＰ 的幅度也呈收窄趋势。 ２０１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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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下文为简便起见，将“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简称为“农民” “人均收入” 。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系以 ２０１２ 年为基期，下文依此类推。 本文数据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９》 《中

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９》 《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２０》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２０》整理。 １９７９ 年以来各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速度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２０》第 ２７８ 页数据计算。 部分省份数据来自相关省份统计年鉴。 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的冲击效应，２０２０ 年农民收入形势具有特殊性和同其他年份的不可比性，本文除少数地方特殊需要外，尽量淡化

２０２０ 年与其他年份农民增收情况的比较。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高于 ＧＤＰ 实际增速 ２．８ 个百分点，２０１９ 年收窄到 ０．１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上年实际增速，还低于同年 ＧＤＰ 实际增速 （表 １、
图 ２） 。

图 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的变化

表 １　 ２０００ 年以来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速与 ＧＤＰ 增速比较

年份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全国居民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城乡居民

收入之比

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上年实际增速（％）

全国居民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全国 ＧＤＰ 较上年

实际增速（％）

２０００ ３７２１．３ ６２５５．７ ２２８２．１ ２．７４ ２．５ ８．５

２００１ ４０７０．４ ６８２４．０ ２４０６．９ ２．８４ ８．６ ８．３ ４．６ ８．３

２００２ ４５３１．６ ７６５２．４ ２５２８．９ ３．０３ １２．３ １３．３ ５．３ ９．１

２００３ ５００６．７ ８４０５．５ ２６９０．３ ３．１２ ９．２ ８．９ ４．８ １０．０

２００４ ５６６０．９ ９３３４．８ ３０２６．６ ３．０８ ８．８ ７．５ ７．３ １０．１

２００５ ６３８４．７ １０３８２．３ ３３７０．２ ３．０８ １０．８ ９．５ ６．７ １１．４

２００６ ７２２８．８ １１６１９．７ ３７３１．０ ３．１１ １１．６ １０．３ ７．９ １２．７

２００７ ８５８３．５ １３６０２．５ ４３２７．０ ３．１４ １３．３ １２．０ １０．１ １４．２

２００８ ９９５６．５ １５５４９．４ ４９９８．８ ３．１１ ９．５ ８．３ ８．５ ９．７

２００９ １０９７７．５ １６９００．５ ５４３５．１ ３．１１ １１．０ ９．７ ９．０ ９．４

２０１０ １２５１９．５ １８７７９．１ ６２７２．４ ２．９９ １０．４ ７．７ １１．４ １０．６

２０１１ １４５５０．７ ２１４２６．９ ７３９３．９ ２．９０ １０．３ ８．４ １１．４ ９．６

２０１２ １６５０９．５ ２４１２６．７ ８３８９．３ ２．８８ １０．６ ９．６ １０．７ ７．９

２０１３ １８３１０．８ ２６４６７．０ ９４２９．６ ２．８１ ８．１ ７．０ ９．３ ７．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７．１ ２８８４３．９ １０４８８．９ ２．７５ ８．０ ６．８ ９．２ ７．４

２０１５ ２１９６６．２ ３１１９４．８ １１４２１．７ ２．７３ ７．４ ６．６ ７．５ ７．０

２０１６ ２３８２１．０ ３３６１６．２ １２３６３．４ ２．７２ ６．３ ５．６ ６．２ ６．８

２０１７ ２５９７３．８ ３６３９６．２ １３４３２．４ ２．７１ ７．３ ６．５ ７．２ ６．９

２０１８ ２８２２８．０ ３９２５０．８ １４６１７．０ ２．６９ ６．５ ５．６ ６．６ ６．７

２０１９ ３０７３２．８ ４２３５８．８ １６０２０．７ ２．６４ ５．８ ５．０ ６．２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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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 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与 ＧＤＰ 增速比较

（二）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趋于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呈不断扩大态势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就总体而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已明显快于城镇居

民，导致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的相

对差距呈现不断缩小趋势。 ２０１２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２．８８，２０１９ 年下降到 ２．６４
（图 ３） 。 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仍呈不断扩大态势（表 １） 。
２０１２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农村居民 １５７３７．４ 元，２０１９ 年扩大到２６３３８．１元，幅度扩

大 ６７．４％。

图 ３　 ２０００ 年以来全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的变化

（三）工资性收入逐步取代经营净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第一大来源，但转移性收入增长的贡

献也值得重视

２０１４ 年之前，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来源结构中，经营净收入一直超过工资性收入，是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第一大来源。 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来源结构发

生重大阶段性变化，工资性收入超过经营净收入，成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第一大来源。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净收入占比降幅明显，财产净收入稳中略

升，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占比呈较大幅的上升趋势（表 ２） 。 ２０１９ 年，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分别占 ４１． ０９％、３５． ９７％、２． ３６％和

２０．５８％。 ２０１９ 年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来源结构中，经营净收入占比

下降 ５．７６ 个百分点，财产净收入占比上升 ０．３０ 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占比分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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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２．３６ 个百分点和 ３．１１ 个百分点。 按当年价格计算，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加 ６５９１．３ 元，其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增加 ２９３１． ０ 元、
１８２７．４ 元、１８２．６ 元和 １６５０．３ 元，分别占 ４４．５％、２７．７％、２．８％和 ２５．０％。 可见，经营净收入仅

略次于工资性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尽管转移净收入的规模仍明显小于经营净收

入，但转移净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日益接近经营净收入。 这是研判农民收入增长形势时

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趋势。
表 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

收入来源结构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９４２９．５ １０４８８．９ １１４２１．７ １２３６３．４ １３４３２．４ １４６１７．１ １６０２０．８

　 工资性收入（元） ３６５２．５ ４１５２．２ ４６００．３ ５０２１．８ ５４９８．４ ５９９６．１ ６５８３．５

　 经营净收入（元） ３９３４．８ ４２３７．４ ４５０３．６ ４７４１．３ ５０２７．８ ５３５８．４ ５７６２．２

　 财产净收入（元） １９４．７ ２２２．１ ２５１．５ ２７２．１ ３０３．０ ３４２．１ ３７７．３

　 转移净收入（元） １６４７．５ １８７７．２ ２０６６．３ ２３２８．２ ２６０３．２ ２９２０．５ ３２９７．８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工资性收入（％） ３８．７３ ３９．５９ ４０．２８ ４０．６２ ４０．９３ ４１．０２ ４１．０９

　 经营净收入（％） ４１．７３ ４０．４０ ３９．４３ ３８．３５ ３７．４３ ３６．６６ ３５．９７

　 财产净收入（％） ２．０６ ２．１２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６ ２．３４ ２．３６

　 转移净收入（％） １７．４７ １７．９０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３ １９．３８ １９．９８ ２０．５８

　 　 转移净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迅速凸显，不仅是因为近年来政府通过养老金或退休金、
社会救济和补助、政策性生产生活补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医疗费等方式向农户转移的收

入明显增加，更重要的是农户家庭非常住成员通过外出务工经商等方式寄回带回的收入迅速增

多。 根据袁璐 ［２０］ 的资料，２０１９ 年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较上年增长 １２．９％，其中人均社会救

济和补助收入增长 １４．６％，人均报销医疗费增长 １６．４％，人均政策性惠农补贴增长 １６．５％。 按

照现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方法，外出农民工特别是进入城市就业的外出农民工，相
当一部分不属于农村常住人口，其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寄回带回

现金的方式实现的。 从 ２０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９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从 １６３３６ 万人增加到 １７４２５ 万人，
增加了 １０８９ 万人，增幅为 ６． ７％；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由 ２２９０ 元增加到 ４４２７ 元，增加了

２１３７ 元，增幅达 ９３．３％①。 ２０１９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２９０７７ 万人，较上年增加 ２４１ 万人。 其

中本地农民工 １１６５２ 万人，较上年增加 ８２ 万人；外出农民工 １７４２５ 万人，比上年增加 １５９ 万人。
在外出农民工中，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 １３５００ 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

（四）农民的经营净收入主要来自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但第三产业对农民经营净收入增长

的作用不可轻视

按当年价格计算，２０１３ 年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３９３４．８ 元，其中来自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的经营净收入分别为 ２８３９．８ 元、２５２．５ 元和 ８４２．５ 元，分别占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

收入的 ７２．２％、６．４％和 ２１．４％。 ２０１９ 年，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达到 ５７６２．２ 元，其中来自第

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经营净收入分别为 ３７３０．２ 元、４１３．４ 元和 １６１８．６ 元，分别占农村

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的 ６４．７％、７．２％和 ２８．１％。 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２０１９ 年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经营净收入占比明显下降；来自第三产业的经营净收入占比明显提

高；来自第二产业的经营净收入稳中略增，但比重仍然较低。 在此期间，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

入增加 １８２７．４ 元，其中来自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经营净收入增量分别为 ８９０．４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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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９ 元和 ７７６．１ 元，分别占净收入增量的 ４８．７％、８．８％和 ４２．５％。 在 ２０１９ 年农村居民第一产

业的经营净收入中，来自农业（此处主要指种植业，下同） 、林业、牧业和渔业的经营净收入分别

为 ２７４０．１ 元、１９６．７ 元、６５６．９ 元和 １３６．５ 元，分别占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的 ４７．６％、３．４％、
１１．４％和 ２．４％，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１７． １％、１． ２％、４． １％和 ０． ９％。 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２０１９ 年农村居民来自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的经营净收入分别增加 ５８０． １ 元、
３４．７ 元、１９６．８ 元和 ７８．９ 元，分别占同期农民来自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增量的 ６５． １％、３． ９％、
２２．１％和 ８．９％。

可见，尽管第一产业及其中的农业（种植业）作为农民经营净收入来源的作用已经呈现趋势

性减弱，但来自第一产业的经营净收入仍是当前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的第一大来源，且其作用

仍明显超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自农业的经营净收入仍是农民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的“大

头” 。 但来自第三产业的经营净收入对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增长的贡献已经接近第一产业，并
明显超过农业（种植业） 。 这与近年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农业农村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深化有密切关系。
（五）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城镇化、城镇群、都市圈的带动作用值得

关注

１． 东北地区和内蒙古由于人均耕地面积较大，经营净收入以及来自第一产业的经营净收入

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０１９ 年，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的

经营性收入占比分别为 ５２．８％、４３．５％、５５．３％和 ４８％，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１６．８ 个百分点、
７．５ 个百分点、１９．３ 个百分点和 １２．０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８ 年吉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３７４８
元，其中经营净收入 ７７５６ 元，占其可支配收入的 ５６．４％，来自第一产业的经营净收入 ７０４４ 元，
占其可支配收入的５１．２％；而在该省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中，来自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分别为

５９７４ 元、３４７ 元、７２７ 元和－４ 元，除渔业外分别占 ８４．８％、４．９％和 １０．３％。 ２０１９ 年，内蒙古自治

区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５２８３ 元，其中经营净收入为 ８０６７ 元，占其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５２．８％，来自第一产业的经营净收入为 ７０８６ 元，占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４６．４％；在来自第

一产业的经营净收入中，农业和牧业的经营净收入分别为 ４２７２ 元和 ２７９９ 元，分别占 ６０．３％和

３９．５％。
２． 在一些劳务输出大省和西部地区，转移净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明显较高。

２０１９ 年，在青海、重庆、四川、陕西、甘肃、河南、广西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转移净收入分别

占 ２７．６％、２８．０％、２６．７％、２６．７％、２５．０％、２６．３％、２５．３％。 转移净收入占比明显高出全国平均

水平的这些省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不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比例较大①。 这种状况的

形成，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计算方法密切相关。 按照现行统计标准②，在计算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时，分母不包括在城镇地区常住的农民工，但农民工通过外出务工带给家庭的收入

体现在转移性收入中。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情形，如上海市转移性收入占比较高，２０１９ 年达

２８．７％。 形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市经济发达，对农村的各种社会救济、救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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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９ 年全国东部地区输出农民工 １０４１６ 万人，较上年增加 ６ 万人，增长 ０．１％，占农民工总量的 ３５．８％；中部地区输出

农民工 ９６１９ 万人，较上年增加 ８１ 万人，增长 ０．８％，占农民工总量的 ３３．１％；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 ８０５１ 万人，较上年增加 １３３
万人，增长 １．７％，占农民工总量的 ２７．７％；东北地区输出农民工 ９９１ 万人，比上年增加 ２１ 万人，增长 ２． ２％，占农民工总量的

３．４％。 ２０１９ 年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的分别占 １７． １％、５９． ２％、４８． ４％和

２９．８％，其余为省内流动。 西部地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比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参见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９ 年农民

工监测调查报告》 ，国家统计局网站，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２００４ ／ ｔ２０２００４３０＿１７４２７２４．ｈｔｍｌ。
２０１３ 年之前，我国农民收入统计采用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 国家统计局在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季度实施了城乡一体化住户

调查改革，统一了城乡居民收入名称、分类和统计标准。 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每年均发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据此反映农

民收入状况。



策性补贴和非常住成员带回家庭的收入较多。
３． 城镇化、城市群、都市圈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较为突出，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影响

尤其如此。 从图 ４ 可见，近年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国前列的省份，多数位于长三角城

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所在地区。 ２０１９ 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其城

镇化率的相关系数高达 ０．８３，２０１９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 ２０１４ 年增量与其 ２０１９ 年城

镇化率的相关系数达 ０．７５。 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占比，北京、上海、天津等大

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４１．１％） 。 以 ２０１９ 年为例，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

的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分别为 ７３．９％、６０．３％和 ５９．５％，河北为 ５２．８％，位居我国城市化发达地

区的浙江省为 ６１．９％。

图 ４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与城镇化率的关系

（六）不同收入组农户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来源结构呈现较大差异，政策支持对于中、低
收入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增收的影响迅速彰显

不同收入等级组的农户收入来源结构往往呈现较大差异。 以 ２０１８ 年河南省为例，从表 ３
可见，随着农户收入等级的提高，工资性收入的占比也呈提高趋势，而转移净收入特别是家庭外

出从业人员寄回带回的收入占比呈下降趋势，高收入农户经营净收入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各组

农户。
表 ３　 ２０１８ 年河南省不同收入分组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结构

收入结构 全省平均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中高收入户 高收入户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１３８３１ ４７３５ ８８３２ １２２９０ １６５８５ ３０５６４

　 工资性收入占比（％） ３８．５８ ３５．４６ ３６．６３ ４２．９９ ４３．５６ ３４．５５

　 经营净收入占比（％） ３４．６４ ２５．９６ ２９．４７ ２６．６０ ３０．４２ ４４．９５

　 　 第一产业（％） ２２．６１ ２２．５１ ２４．３１ ２０．９８ ２０．９６ ２３．８５

　 　 第二产业（％） ２．６５ －０．３６ ０．６５ ０．２４ １．４９ ５．９３

　 　 第三产业（％） ９．３８ ３．８０ ４．５２ ５．３８ ７．９７ １５．１６

　 财产净收入占比（％） １．６０ １．５２ １．６５ １．３４ １．５０ １．８０

　 转移净收入占比（％） ２５．１８ ３７．０６ ３２．２５ ２９．０７ ２４．５２ １８．７１

　 　 家庭外出从业人员寄回带回收入（％） １８．３６ ２８．４９ ２５．７４ ２２．４３ １８．５３ １１．５１

　 　 注：各收入组均占农户总数的 ２０％。

近年来，在我国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同时，促进中、低收入农户增收，尤其是贫困农户增收

的政策措施密集出台，就总体而言成效显著。 其具体表现是，按照五等份分组，低收入农户收入

较快增长，与中间偏下户、中间收入户、中间偏上户、高收入户的收入差距已由之前的扩大态势，
转为呈现趋势性下降（表 ４） 。 脱贫攻坚战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导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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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快速增长，这是支撑低收入农户收入较快增长的重要原因。 据魏后凯、杜志雄 ［２１］ 等的资料，
从 ２０１５ 年到 ２０１９ 年，全国贫困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年均名义增长 １０．９％、１１．０％和 １１．２％，均明显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年均增速（８．８％） 。
表 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全国农村居民按五等份分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

分类 分组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低收入户 ２８７７．９ ２７６８．１ ３０８５．６ ３００６．５ ３３０１．９ ３６６６．２ ４２６２．６

中间偏下户 ５９６５．６ ６６０４．４ ７２２０．９ ７８２７．７ ８３４８．６ ８５０８．５ ９７５４．１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中间收入户 ８４３８．３ ９５０３．９ １０３１０．６ １１１５９．１ １１９７８．０ １２５３０．２ １３９８４．２

中间偏上户 １１８１６．０ １３４４９．２ １４５３７．３ １５７２７．４ １６９４３．６ １８０５１．５ １９７３２．４

高收入户 ２１３２３．７ ２３９４７．４ ２６０１３．９ ２８４４８．０ ３１２９９．３ ３４０４２．６ ３６０４９．４

以低收入户为 １００

中间偏下户 ２０７．３ ２３８．６ ２３４．０ ２６０．４ ２５２．８ ２３２．１ ２２８．８

中间收入户 ２９３．２ ３４３．３ ３３４．２ ３７１．２ ３６２．８ ３４１．８ ３２８．１

中间偏上户 ４１０．６ ４８５．９ ４７１．１ ５２３．１ ５１３．１ ４９２．４ ４６２．９

高收入户 ７４０．９ ８６５．１ ８４３．１ ９４６．２ ９４７．９ ９２８．６ ８４５．７

较上年增速（％）

低收入户 －３．８２ １１．４７ －２．５６ ９．８３ １１．０３ １６．２７

中间偏下户 １０．７１ ９．３３ ８．４０ ６．６５ １．９２ １４．６４

中间收入户 １２．６３ ８．４９ ８．２３ ７．３４ ４．６１ １１．６０

中间偏上户 １３．８２ ８．０９ ８．１９ ７．７３ ６．５４ ９．３１

高收入户 １２．３０ ８．６３ ９．３６ １０．０２ ８．７６ ５．８９

　 　 注：较上年增速，系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上年增速，按当年价计算。

三、当前我国农民增收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农产品价格增长乏力或呈现较大波动，但其成本却在总体上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

自 ２０１４ 年启动新一轮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我国稻谷、小麦最低收购

价政策逐步调整完善。 除 ２０２０ 年早籼稻和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较上年略有上涨外，近年来我

国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在总体上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表 ５） 。 自 ２０２０ 年起，我国开始对最低

收购价稻谷、小麦限定收购总量，并将收购总量分批下达、动态监测①。 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

策的这种调整，对推动近年来稻谷、小麦市场价格形成总体稳定、部分时期小幅波动略有下降的

态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１６ 年，鉴于玉米阶段性供大于求、库存大幅增加和市场价格较大幅

度下跌的形势，我国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补

贴”新机制。 根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东北地区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评估情况，我国从 ２０１７ 年开

始将东北地区大豆目标价格政策与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统筹，调整形成“市场化收购＋补贴”新机

制。 因此，相对于稻米和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波动幅度较大，甚至一度呈现较大幅度的下跌。
主要粮食品种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这种格局，对于农民收入增长态势产生重要影响。 据黑龙江

省农业农村厅政策法规与改革处提供的资料，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玉米临储政策存续期内，黑龙

江省农民收入年均增幅超过 １０％。 由于国家相继调整了玉米、水稻等主要粮食产品收储政策，
一度导致玉米和大豆价格呈现较大幅度的下跌或波动、稻谷和小麦市场价格增长艰难或出现趋

势性下降，黑龙江省农民人均年减收约 １３０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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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 ５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稻谷最低收购价有关政策的通

知》 （国粮粮〔 ２０２０〕 ４１ 号）和《关于完善小麦最低收购价有关政策的通知》 （国粮粮〔２０１９〕 ２８４ 号） 。



表 ５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最低收购价标准（元 ／公斤）

年份 早籼稻 中晚籼稻 粳稻 小麦

２０１４ ２．７０ ２．７６ ３．１０ ２．３６

２０１５ ２．７０ ２．７６ ３．１０ ２．３６

２０１６ ２．６６ ２．７６ ３．１０ ２．３６

２０１７ ２．６０ ２．７２ ３．００ ２．３６

２０１８ ２．４０ ２．５２ ２．６０ ２．３０

２０１９ ２．４０ ２．５２ ２．６０ ２．２４

２０２０ ２．４２ ２．５４ ２．６０ ２．２４

　 　 注：执行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早籼稻主产区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 ５ 省（自治区） ，中晚稻主产区（包括中晚

籼稻和粳稻）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等 １１ 个省（自治区） ，以当年生产的国标

三等稻谷为标准品。 执行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小麦主产区包括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 ６ 省，以当年生产的国标

三等小麦为标准品。

近年来，我国稻谷和小麦价格一度出现稳中有降、玉米和大豆价格一度在总体上呈现下跌

态势。 显然，这不利于实现农民增收。 相对于稻谷和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波动幅度较大。
２０２０ 年，我国玉米、大豆价格在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上涨趋势（图 ５） 。 从短期来看，这对促进当

年的农民增收，特别是来自农业收入的较快增长是有利的。 但从较长的时间周期来看，主要粮

食品种的价格基准水平并未见明显提高，粮食价格在波动中趋势性上升的态势并未明显形成。
因此，从较长周期来看，基于当前玉米、大豆价格的上涨，也很难得出对农民增收形势的长期乐

观预期。 非粮食类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同样出现增长乏力或较大波动的情形，其影响与粮食类

农产品类似（图 ６） 。

图 ５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全国稻米、小麦、玉米、大豆月度价格走势

图 ６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棉花、食糖、油料、猪肉月度价格走势图

需要注意的是，在主要粮食产品价格变化呈现上述态势的同时，这些粮食产品的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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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断提高。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国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的平均出售价格均呈下降趋势，但总

成本除玉米、小麦外均有所增加，导致净利润有所下降，甚至为负，反映生产者实际所得收入的

现金收益指标也呈明显降低趋势（表 ６） 。 在此期间，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品种单

产水平的提高，虽然可以部分平抑粮食价格和现金收益水平下降对农民增收的制约，但仍难以

根本消除其影响。 据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资料，近 １０ 年来该省主要粮食品种呈现生产

成本提高、收益减少的态势，仅小农户玉米生产的亩均收入有微弱提高（表 ７） 。 根据我们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在黑龙江省富锦市的调研，２０２０ 年春季，全市水稻生产用工及机械投入成本较上年增幅

达 １０％ ～ ２０％。 可见，统筹考虑近年来主要农产品成本价格的变化，激发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

献能力，形势比较严峻。
表 ６　 我国主要粮食品种每 ５０ 公斤主产品成本收益的变化（元）

成本收益
稻谷 小麦 玉米 大豆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平均出售价格 １３８．０２ １２７．２ １１６．４３ １１２．３ ９４．２３ ８９．６ １９８．１２ １８７．６

总成本 １２０．４５ １２５．２ １１４．４１ １１０．６ １０７．５５ １０１．９ ２３８．８６ ２６１．６

净利润 １７．５７ ２．１ ２．０２ １．６ －１３．３２ －１２．２ －４０．７４ －７４．０

现金收益 ７８．５７ ６１．６ ６３．１ ５６．５ ５１．９０ ４７．０ ９３．８４ ７９．６

　 　 数据来源：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２０１８》 ，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出版；

②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２０２０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出版。

表 ７　 黑龙江省主要粮食种类成本收益的变化

经营主体 种类
亩均总成本 亩均纯收入（不含惠农补贴）

２０１９ 年（元） 较 ２０１０ 年增加（元） 增幅（％） ２０１９ 年（元） 较 ２０１０ 年增加（元） 增幅（％）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稻谷 １１１８．２２ １７３．６７ １８．４ ２４０．０６ －１５５．６２ －３９．３

小麦 ４４６．００ １３４．５０ ４３．２ ２６．５０ －１６６．９０ －８６．３

玉米 ６７６．３９ １２１．２８ ２１．８ １６７．６０ －８１．１６ －３２．６

大豆 ５６５．１１ １１９．６１ ２６．８ －８０．８０ －１７６．９１ －１８４．１

小农户

稻谷 ６１７．１０ ８８．５５ １６．８ ６８２．７３ －８２．８６ －１０．８

小麦 ２３７．００ １２．５０ ５．６ ２００．７８ －１１．２２ －５．３

玉米 ３４２．０３ ４３．１７ １４．４ ４３１．３２ ７．９４ １．９

大豆 ２４９．５９ ４２．４４ ２０．５ １９８．３６ －９５．８７ －３２．６

　 　 数据来源：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初笔者在黑龙江省调研时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

（二）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东北地区农民增收困难问题依然突

出，以农为主和低收入农户的增收问题也不可大意

当前就总体而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

的格局。 但除个别年份例外，就总体而言，东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明显慢于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最快；中部地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与东部地区大致相当，并在多数年份略高于东部地区（表

８、图 ７） 。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西部地区仅有甘肃、新疆两省（自治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 １０ 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

平，但西部 １２ 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均明显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

平。 上述格局的形成，有 ３ 个原因值得重视：一是因为近年来国家对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支

持力度不断加大，西部农村地区得益更多；二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仍
需国家接续加强支持；三是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长形势比较严峻。 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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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格局可见，当前从地区比较来看，东北地区农民收入增速较慢、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

问题，仍然值得高度重视。
表 ８　 不同类型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名义增速

　 　 　 　 年份
全国 城镇 农村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元）

２０１３ ２３６５８ １５２６４ １３９１９ １７８９３ ３１１５２ ２２６６５ ２２３６３ ２３５０７ １１８５７ ８９８３ ７４３７ ９７６２

２０１４ ２５９５４ １６８６８ １５３７６ １９６０４ ３３９０５ ２４７３３ ２４３９１ ２５５７９ １３１４５ １００１１ ８２９５ １０８０２

２０１５ ２８２２３ １８４４２ １６８６８ ２１００８ ３６６９１ ２６８１０ ２６４７３ ２７４００ １４２９７ １０９１９ ９０９３ １１４９０

２０１６ ３０６５５ ２０００６ １８４０７ ２２３５２ ３９６５１ ２８８７９ ２８６１０ ２９０４５ １５４９８ １１７９４ ９９１８ １２２７５

２０１７ ３３４１４ ２１８３４ ２０１３０ ２３９０１ ４２９９０ ３１２９４ ３０９８７ ３０９６０ １６８２２ １２８０６ １０８２９ １３１１６

２０１８ ３６２９８ ２３７９８ ２１９３６ ２５５４３ ４６４３３ ３３８０３ ３３３８９ ３２９９４ １８２８６ １３９５４ １１８３１ １４０８０

２０１９ ３９４３９ ２６０２５ ２３９８６ ２７３７１ ５０１４５ ３６６０８ ３６０４１ ３５１３０ １９９８９ １５２９１ １３０３５ １５３５７

名
义
增
速

（％）

２０１４ ９．７０ １０．５１ １０．４７ ９．５６ ８．８４ ９．１３ ９．０７ ８．８１ １０．８６ １１．４４ １１．５４ １０．６６

２０１５ ８．７４ ９．３３ ９．７ ７．１６ ８．２２ ８．３９ ８．５４ ７．１２ ８．７７ ９．０７ ９．６３ ６．３７

２０１６ ８．６１ ８．４８ ９．１２ ６．３９ ８．０７ ７．７２ ８．０７ ６．０１ ８．４ ８．０２ ９．０７ ６．８３

２０１７ ９．００ ９．１３ ９．３６ ６．９３ ８．４２ ８．３６ ８．３１ ６．５９ ８．５４ ８．５８ ９．１８ ６．８５

２０１８ ８．６３ ９．００ ８．９７ ６．８７ ８．０１ ８．０２ ７．７５ ６．５７ ８．７ ８．９７ ９．２６ ７．３５

２０１９ ８．６５ ９．３６ ９．３５ ７．１５ ８．００ ８．３０ ７．９４ ６．４８ ９．３１ ９．５８ １０．１８ ９．０６

　 　 注：①“东部”指“东部地区” ，依此类推；②“名义增速”即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上年增长率。

图 ７　 近年来全国和各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

此外，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也值得高度重视。 按当年价格计算，在我国东部 １０
省（直辖市）中，仅有天津、河北、江苏、山东和海南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 ４ 年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８．８３％），其中河北、江苏、山东属于粮食主产省。 在此期间，东北

３ 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１ 个百分点以上。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在我国

１３ 个粮食主产省份，即辽宁、河北、山东、吉林、江西、湖南、四川、河南、湖北、江苏、安徽、黑龙江

和内蒙古中，仅有江西、四川、安徽和内蒙古 ４ 省（自治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其他 ９ 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表 ９ 可见，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两个年份，在全

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高到低排序中的位次，１３ 个粮食主产省份仅有

４ 个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是江苏、山东、辽宁和湖北，２０１９ 年 ４ 省合计

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 ２１．４％；其他 ９ 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１９ 年合

计占全国粮食产量的 ５７．５％。 全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第五大省吉林 ２０１９ 年粮食产量

分别占全国的 １１． ３％ 和 ５． ８％，２０１９ 年较 ２０１５ 年粮食增产量占同期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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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但这两个省在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排序分别由第 １３ 位下降到第 １９ 位、由第

１１ 位下降到第 ２０ 位。
表 ９　 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位次的变化

年份 黑龙江 河南 内蒙古 吉林 安徽 辽宁 河北 山东 江西 湖南 湖北 四川 江苏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１７ １９ １１ １８ ９ １４ ８ １２ １５ １０ ２１ ５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１６ １５ ２０ １２ １０ １４ ８ １１ １３ ９ ２１ ５

　 　 注：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位居全国第 １１ 位的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低于同年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

如前所述，由于农产品价格增长乏力或呈现较大波动，而农产品成本却在总体上呈现较快

增长的态势，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增收困难问题凸显。 此外，从表 ４ 可见，相对而言，中间偏下农

户特别是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的不稳定性仍然较强，这从其年度收入增速的波动上可以看得非

常清楚。 可见，促进低收入农户农民增收能力稳定增长，仍需常抓不懈，丝毫不可大意。
（三）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农民就业增收机会的开拓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近年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之世界经济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我
国发展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从发展环境上形成对我国

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结构性、周期性、体制性因素相互交织，“三期叠加”
的影响持续深化，推动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增大。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制约农民工非农就业机会的开拓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抑制了部分非

基本生活需要的农产品需求增长和农民农业收入的提高。 从表 １０、图 ８ 可见，近年来农民工总

量，包括外出农民工、本地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都出现明显的趋势性放缓。 从表 １０ 可见，交通运

输仓储邮政业、建筑业、制造业是农民工月收入水平较高的 ３ 个行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全国 ＧＤＰ
年均递增 ６．６％，同期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建筑业和以制造业为重要主体的工业增加值分别年

均递增 ８．０％、５．５％和 ５．９％。 在此期间，在农民工就业结构的变化中，第三产业各行业占比略有

提升，第二产业的建筑业和制造业占比均有明显下降；居民服务维修和其他服务业、住宿餐饮业

的占比虽有较大幅度提升，但这两个行业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农民工月均收入的平

均水平。 实际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也会制约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增长。
表 １０　 近年来农民工就业行业结构的变化

行业结构
就业结构（％） 人均月收入（元）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９ 年

全部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７２ ３９６２

　 第一产业 ０．４ ０．４

　 第二产业 ５５．１ ４８．６

　 　 制造业 ３１．１ ２７．４ ２９７０ ３９５８

　 　 建筑业 ２１．１ １８．７ ３５０８ ４５６７

　 第三产业 ４４．５ ５１．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１．９ １２．０ ２７１６ ３４７２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６．４ ６．９ ３５５３ ４６６７

　 　 住宿餐饮业 ５．８ ６．９ ２７２３ ３２８９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１０．６ １２．３ ２６８６ ３３３７

　 　 其他 ９．８ １２．９

　 　 数据来源：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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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和增量的变化

（四）财政收入，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尤其是东北地区）等财政增收困难呈现加大趋势，影响

对农民增收的支持和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增长

近年来，就总体而言，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级财政增收困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在粮食

主产区，特别是东北地区，情况尤其如此（图 ９） 。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往往也带来民

生支出需求增大，导致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技、社保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城乡社区、农
林水等财政支出增幅明显快于财政收入增幅。 虽然在某些方面与农民增收有些关联，但往往影

响财政对农民增收的直接支持及这种支持的可持续性。 如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分别较上年增长 ４． ５％、７． ４％、６． ２％和 ３． ８％，但同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较上年增长

６．３％、７．６％、８．７％和 ８．１％。

图 ９　 全国和各省（市 ／自治区）财政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查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网站数据查询。

在粮食主产区，财政增收困难的问题在总体上更为严重。 在 １３ 个粮食主产省份中，２０１９ 年

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水平，仅有江苏和内蒙古高于同年全国平均水平，其他 １１ 个省均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除江苏、内蒙古、山东和辽宁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位居全国第 ６、
第 ８、第 １１ 和第 １６ 位外，其他 ９ 省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排在 １７ 位之后，全国产粮第一

大省黑龙江、第二大省河南省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水平分别位居全国倒数第 ２ 位和倒数

第 ５ 位。 这 １３ 个粮食主产省份，２０１５ 年黑龙江、辽宁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２０１９ 年黑龙江、吉
林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２０２０ 年前 ３ 季度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安徽、辽宁、河北、山东、湖南、
湖北 ９ 省（自治区）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 全国第一产粮大省黑龙江是这 ３ 期财政收入均为负

增长的省份（图 ９） 。 考虑到 ２０２０ 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的影响，财政收入的增长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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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将 ２０１９ 年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可见河南、安徽、河北、山东、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江苏等

９ 个粮食主产省份财政收入的增速明显放缓。 粮食主产省份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甚至出现负增

长，不仅会妨碍财政通过支持产业发展带动农户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还会通过制

约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能力的提高，导致农户转移性收入增长乏力，甚至日益难以为继。
（五）农产品市场调控对于价格波动的容忍空间过小，容易因“急刹车猛给油”加剧农民收

入波动风险

如前所述，近年来农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已经出现明显的趋势性减弱，但是农民农业

收入的稳定增长，对于稳定农民收入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在优化粮食和农

产品市场调控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对于推进粮食和农产品稳产保供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就总

体而言，粮食市场调控赋予价格波动的容忍空间过小，频繁出现相关政策“急刹车猛给油”的问

题，导致市场价格大起大落，进而导致农民来自农业收入的大幅波动。 这对粮食或主要农产品

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的不利影响亟待引起充分重视。 尽管不同时期玉米等主要农产品价格有

所波动，但波动基准水平并未见明显提高。 对粮食或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否需要那么敏感？
有时为应对农产品价格波动采取的许多调控措施，就单项措施而言，往往有其一定程度的必要

性和合理性。 但类似“合理措施”叠加出台，往往容易出现用力过猛、调控过度的问题。 这从玉

米市场调控和相关支持政策的变化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进入 ２０２０ 年以来，我国玉米价格快速上涨（图 １０） ，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调控部门的重

视。 到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全国玉米平均价格已达 ２．６５ 元 ／公斤，较本年初（１ 月 １ 日）提高 ２６．
８％①；不及此前历史高点（２０１４ 年 ８—９ 月）的水平（２．７２ 元 ／公斤）②，较近年来玉米价格最低点

的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１．５８ 元 ／公斤）提高 ６７．７％。 因此，进入 ２０２０ 年以来玉米价格的快速上涨，仍
然带有恢复性上涨的特征。 自 ２０１９ 年以来，国家放松生猪“限养、禁养”措施，出台恢复生猪产

能补贴政策等，带动生猪产能恢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后，养殖业需求上升带动

玉米需求上升；受部分国家经济衰退、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动植物疫病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等影

响，国际小麦、玉米价格上涨也带动了国内玉米价格的提高；近年来玉米加工产能扩张较快较猛，
多数地方临储玉米库存大幅减少。 这些因素都是推动玉米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 玉米价格上涨

引发媒体炒作、资本市场炒作和加工商、贸易商囤货力度加大，也会进一步助推玉米价格上涨。 当

然，２０２０ 年以来我国扩大玉米及其替代品进口，对玉米价格的上涨发挥了一定的平抑作用③。
２０２０ 年玉米价格呈现较大幅度上涨，除短期或偶发因素作用之外，与粮食市场特别是玉米

市场调控的“急刹车猛给油” 、加剧玉米市场供给“大上快下”的波动有很大关系。 ２０１５ 年前

后，面对当时严重的玉米供大于求和库存积压问题，国家出台“镰刀弯”地区玉米种植结构调整

政策，减少“非优势区”的玉米种植，这是非常必要的。 但在推进措施上过急过猛，客观上推动

了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连续 ３ 年玉米减产④和当前玉米市场供给“紧平衡” 甚至短缺现象的发生。
２０１６ 年玉米临时收储改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后，玉米价格一度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严重削弱

了农民种植玉米的积极性。 随后，在东北地区实施的大豆振兴计划，进一步降低了玉米种植比

４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１ 卷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ｍｓｙｊ．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ｊｃｊｙ ／ ｉｎｄｅｘ＿２．ｈｔｍ；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

的价格为 ２．０９ 元 ／ 公斤。
参见农 业 部： “ 农 产 品 供 需 形 势 分 析 月 报 ”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大 宗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ｇｋ ／ ｊｃｙｊ ／ ｚｈ ／ ２０１５０４ ／

Ｐ０２０１５０４２１３５９６０１２２９２７２。
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中美签署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我们 ２０２０ 年要扩大自美国的玉米进口；为应对玉米价格上涨，我国也主

动扩大玉米进口。 这对抑制玉米价格上涨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２０２０ 年 １—９ 月，我国已累计进口玉米 ６６７ 万吨，
同比增加 ７２．５％。

２０１５ 年末国家要求到 ２０２０ 年地区玉米种植面积减少 ５０００ 万亩，在政策实施中进展较此快得多。 玉米产量在 ２０１５
年达到迄今为止的历史峰值（ ２６４９９． ２ 万吨） 后连续 ３ 年减少，２０１８ 年全国玉米产量减少到 ２５７１７． ４ 万吨，较 ２０１５ 年减少

３．０％，减少 ７８１．８ 万吨。



较效益。 ２０２０ 年，黑龙江省给大豆生产者的补贴为 ２５５ 元 ／亩，比玉米高出 ２２５ 元 ／亩，再加上

１５０ 元 ／亩的轮作补贴，使农户大幅减少玉米种植。

图 １０　 ２０２０ 年全国及主产区、主销区玉米市场价比较

与此同时，近年来许多地方强力推进玉米深加工刺激政策，鼓励玉米饲用转化，也推高了玉

米市场需求。 ２０１７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 １５ 部门印发了《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

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案》 ，之前长期停滞的新增燃料乙醇加工项目再次大规

模启动。 近年来黑龙江等部分省份燃料乙醇生产和玉米加工产能扩张过猛，增加玉米消化能力

和未来玉米需求预期，也是推高国内玉米价格的重要原因。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黑龙江等省份更是

高额补贴玉米加工企业扩大产能，最高补贴达到 ４００ 元 ／吨。 根据我们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中旬对黑龙

江省佳木斯市的调研，该市当前规模以上玉米加工企业产能达到 ２２０ 万吨，同江万里润达公司

正在建设年加工能力 １００ 万吨的玉米深加工项目。 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强化政策干预，推动了我

国玉米在短期内迅速实现由阶段性过剩向供给短缺的转变。 当前玉米价格的提高，很容易加快

引发玉米加工企业新一轮市场洗牌，通过玉米价格波动催生玉米产业链的产能调整，加剧玉米

市场波动①。
（六）新冠肺炎疫情对 ２０２０ 年农民增收的制约作用较为显著，后续影响仍有很大程度的不

确定性

２０２０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

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２３］ ，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冲击。 这次疫情不仅通过制约经济增长，加剧了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困难甚至导致其资金链断裂

问题，影响农民收入特别是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增长；还会通过影响农民工外出，影响农民工工

资性收入的增长。 ２０２０ 年春节之后，因疫情防控需要，减少人员流动和集聚导致农民工外出就

业时间大幅推迟，规模也明显减小。 到 ２０２０ 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

１７７５２ 万人，较上年同期下降 ２． ３％；到 ２０２０ 年第三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

１７９５２ 万人，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８４ 万人，同比下降 ２．１％。 ２０２０ 年一季度我们对山东 ３ 县农村的

调研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农村经济的影响呈现明显的行业和类型差异：对村庄消费和生

活性服务业冲击严重，对村庄制造业和外出务工的影响日趋凸显，规模化种植蔬菜水果售卖困

难问题严重，家禽养殖业遭遇重创 ［２４］ 。 这些方面不仅影响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长，也会通过影

响农民就地就近就业，从而影响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２０２０ 年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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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我们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在富锦市调研时该市工信局提供的资料，２０２０ 年该市玉米收购价较上年同期每吨上涨 ３００ 元，
国拍粮成交价每吨上涨 ２００ 多元，玉米加工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很大压缩。



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较上年实际下降 ４．７％、下降 １．０％、增长 １．６％①。
当前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仍处于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压力仍然较大，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全面深刻影响仍有待后

续观察。 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对国内产业发展和就业、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冲击效应最终会有多大，并将如何影响农民就业增收及其时空

分布，到何时才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修复，对于这些问题，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到明后年来评

判也未必全面准确。

四、立足新发展阶段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选择

（一）按照“十四五”规划要求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并创新经济治

理方式

鉴于近年来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重大变化，农民增收问题早已由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转化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 因此，研究农民增收问题，要跳出就农业谈农业、就农村谈农村、
就农民谈农民的局限，从城乡统筹、城乡融合、促进城乡良性循环的角度，拓展促进农民增收的

视野。 从“十四五”开始，更应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要求，系统谋划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要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十四五”规划的重大决

策部署落实落地，并据此完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 如结合引导区域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成链、网络化发展，引导产业培育差异化、特色化或品质化发展能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

稳定性和竞争力。 考虑到社会消费需求日益个性化、多样化、优质化、绿色化、体验化和消费市

场日益细分的趋势，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应该强化提升质量效益竞争力导向，引导其走出片面追

求规模扩张的局限，立足资源优势强化适时适宜适度发展，兼顾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环保

允许性，并将加强特色资源开发与有效市场开发有机结合起来。 引导区域产业发展和产业链开

发，要鼓励相关经营主体科学研判其在全球、全国甚至区域产业竞争中的方位和竞争优劣势，强
化特色和竞争优势，提升品质、品位、品牌，培育创新供给、引导需求、面向需求的能力；鼓励在加

强特色产业产能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其营销能力和产业素质建设，增强其风险防范化解能力。
进入 ２０２０ 年以来，网络主播带货的营销模式广受推崇，这对于许多地方提升区域特色产业、优
势产品的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带有炒作、欺诈、压价倾向，甚至鼓吹“全网最低价”的

部分主播带货营销模式，对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损害甚至破坏作用应予以充分重视。 因为炒

作、欺诈容易透支甚至破坏区域特色产业、优势产品的声誉，压价甚至鼓吹“全网最低价”容易

导致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无利可图，甚至得不偿失。 提升产品质量，往往需要支出较高的成本、
较大的创新投入。

近年来，尤其是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发展“地摊经济”的问题日益引起重视。 这

对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对于更好地应对危机、促进就业增收和维护民生，具有

特殊重要的意义。 我们认为，发展“地摊经济”的精髓不是要鼓励更多群众“摆地摊” ，而是要着

眼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价格亲和，方便实惠，可以更好地贴近民生，满足底层消费需求；二是结

合深化“放管服”改革，用“跳跳脚就能够得着”的标准创新社会治理，更好地兼顾困难群体的就

业需求。 借此，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

形态” ，适度降低居民就业和产业发展的门槛，帮助其更好地节本增效提质降险，增强居民就业

增收机会的可及性。 在农业和乡村产业发展中，在引导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中，甚至在城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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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最新发布的相关季度数据整理。



境治理和环保监管中，也应借鉴发展“地摊经济”的社会治理方式，优化发展环境。 以发展乡村

民宿经济为例，不是不要加强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监管，而是要规避参照城市宾馆标准强化食品

安全和消防安全的管理方式，用简便易行、实惠管用、切实可行的标准，努力让经营主体用“少花

钱甚至不花钱”的方式，达到维护食品和消防安全的同等效果。 又如在推进创新发展、加快发展

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是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方式，但是更

重要的是引导、鼓励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借此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推动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以便更好地带

动城乡居民就业增收。
（二）加强对西部地区、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东北地区的财政支持，完善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发

展的产业生态和创新创业生态

从前文分析可见，当前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东北地区农民增收

困难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而且，这些问题往往不仅表现在农民增收上，城镇居民增收困难的

问题也更为突出。 从前文表 ８ 可见：第一，从东北地区来看，近年来多数年份城镇居民收入增速

低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相对于农民增收，东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形势更为严峻。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东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甚至差距较大。 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已由之前的低于东北地区

转为高于东北地区，且差距逐步拉开。 第二，虽然多数西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增速较快，但
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并不明显快于甚至在总体上略慢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

区。 此外，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东北地区财政增收困难的问题

呈现加大趋势。 可见，要解决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东北地区农民增收

困难的问题，不能就农民增收谈农民增收，应将其同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推动西部大

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等结合起来，加强中央财政对这些地区的财力支持，
并将其同按照统筹城乡、城乡融合的思路，完善对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结合起来。

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就业亲和力强，在吸纳农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的作用往往明显

大于大企业或国有企业。 越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时期，越是要重视小

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稳就业、惠民生”的作用。 要结合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

创业环境，培育有利于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发展的产业生态和创新创业生态。 鼓励大企业、国有

企业通过供应链融资、培育供应链战略伙伴关系、组建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等方式，在完善产业

链、培育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带动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参与产业链、供应

链、价值链等建设。 当前，全球范围逆全球化浪潮汹涌，国内外发展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推动全球产业链布局加速呈现本土化、近邻化、区域化、分散化和

多中心化趋势，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正在实现从效率优先向兼顾效率和安全的转变。 在此背景

下，为规避全球产业链收缩、中断或遭到破坏，为打造自主可控、一体化、智慧化、富有弹性韧性

的供应链，也需要进一步重视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性和竞争力方面的特殊作用。 在不妨碍公平竞争的前提下，要同等优先加强对小微企业、
民营经济赋能型创新的支持。 如鼓励加强小微企业、民营经济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平台型企业

创新方式，更好地支持小微企业、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并增强拓展市场、防范风险能力，引导行业

协会或产业联盟适时适度推动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加快数字化转型，实施小微企业、民营经济

“企业家成长工程” ，加强对小微企业、民营经济的中长期资金支持，等等 ［２５］ 。
（三）以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重点，加强对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支持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头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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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进入新发展阶段，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以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重点，
加强对高标准农田、乡村道路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不仅有利于增强农业农村抗灾

减灾能力，夯实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也有利于提升农产品质量，帮助农民、农村经营主

体、乡村企业有效降低农业和乡村产业发展的成本与风险①，甚至带动农村就业增收机会的拓

展。 我国 １３ 个粮食主产区的省（自治区）２０１９ 年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甘蔗、甜菜产量

分别占全国的 ７８．９％、１３．９％、７９．３％、８７．７％、１．７％和 ６１． ５％，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油料、麻
类、甜菜等农产品供给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从调动农户和主产区两个层面粮食生产积极性

的高度，也应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东北②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当前财政收入增

长放缓、支出压力加大的问题日趋突出，在粮食主产区，这一问题尤其严重，而粮食主产区的粮

食产能建设更多具有对增进全国粮食安全做贡献的性质；建议在加强调研的基础上，分区域确

定并适度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预算标准和中央财政投入比例，并适度降低对粮食主产区配套要

求。 与此同时，适度增加对粮食主产区沟渠等水利设施、输电设施等配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

支持。 鼓励地方政府利用“加快发行和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带动扩大有效投资” “扩大地

方政府债券用于农业农村规模”等契机，加强高标准农田、乡村道路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许多地方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代表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对于促进农业节

本增效提质降险、增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通过

让专业人办专业事，帮助小农户解决自身“解决不了、解决不好、解决起来不经济合理的问题” ，
成为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为农民从小规模农业经营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

事非农经营和就业，进而拓展就业机会提供了条件。 如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初我们对黑龙江省兰西县

的调研显示，与农户自种玉米相比，将主要生产作业环节委托给服务组织完成，每亩大约可帮助

农户节约成本 ５０ 元、增产 １００ 公斤，节本增收共 １９０ 元。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发展，不仅有效

推动了先进适用、绿色高效技术在农业中的推广应用，对于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为发展服务带动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重要方式。 就当前来看，加强对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应在完善公平竞争环境的同时，以支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为重点，将重点放

在支持市场化、经营性服务组织的成长上，鼓励新型农业服务主体成长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

新型农业服务主体转型，鼓励服务主体强化服务思维和以用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注意结合加

强区域农业生产性服务能力建设，培育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专业化服务与综合化服务分

工协作、优势互补、分层分类发展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鼓励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和领军企业

引领带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引导平台型企业为农业生产性服务商赋能，加
强其面向农业生产服务商的服务能力建设。

（四）落实完善乡村产业发展支持政策，同等优先加强对乡村企业发展的倾斜支持

近年来，国家和部委层面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出台较多，要加快推进其落地生根。
在此基础上，完善乡村产业发展支持政策，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资源的本地化利用，拓展农民农

村就业增收空间；有利于增加农村人气、活力，丰富乡村发展的内涵底蕴，助推乡村振兴；也有利

于发挥乡村企业对于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跳板作用，为稳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提供“在干中学”的机会。 按照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统筹考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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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８ 年，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１６５９０． ２ 万公顷，农作物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分别为 ２０８１． ４ 万公顷、
１０５６．９ 万公顷和 ２５８．５ 万公顷，分别占当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１２．５％、６．４％和 １．６％。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３ 省。 内蒙古自治区属于西部地区，但在考虑粮食问题和粮食政策时，往往将内蒙

古自治区纳入东北地区。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农民收入增速虽快于全国平均增速，但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仍明显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东北 ３ 省加内蒙古自治区均为粮食主产区，２０１９ 年这 ４ 个省份的人口占全国的 ９．９％，粮食产量占全国的 ２６．３％。



村企业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创新乡村企业支持政策至关重要。 考虑到乡村企业发展的特殊重要

性和外部性，特别是乡村企业与城市企业相比往往面临较差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要在

坚持公平竞争制度的前提下，适度加强对乡村企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支持，帮助乡村企业适度弥

补竞争弱势并补偿其外部性 ［２６］ 。
当前，支持实体经济的许多措施，虽然看似“普惠” ，但是涉农企业和乡村企业由于规模、实

力等局限往往很难受益。 可借鉴国际经验，适度增加一些定比支持措施，帮助涉农企业和乡村

企业改变在争取政策支持方面的边缘地位。 党的十九大以后，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在干部配备、要素配置、资金投入和公共服务上优先保障农业农村发展需求。 但基于多种

原因，如何更好地推动相关政策落实落地，仍是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建议按照“同等优

先”原则，完善其实施落地机制。 如对于到农业农村投资达到一定规模、比例或符合特定要求的

大中型企业，可分别享受国家支持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 对于吸纳城乡就业困难群

体就业增收并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的倾斜。 加强对各地促进乡村企业

发展的经验研究，积极创造条件，出台乡村企业发展促进法，系统强化集成对乡村企业发展的促

进政策措施。
（五）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优化农产品市场调控方式

当前就总体而言，农产品价格波动仍是农民收入特别是来自农业收入波动的重要原因。 深

化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适度熨平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有利于稳

定农民收入，防止价格过度波动引发产业发展大起大落。 我们的研究显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

制改革要基于问题导向，加强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研究，确保相关政策创新和制度供给的“质量

效益”能够再上一个新台阶；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应该基于不同类型农产品供求关

系、价格变化特点和产品特性差异，坚持“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和“分品种施策、渐进式推进、强
化弹性调控”的方向；应该注意其对不同农产品比价和比价利益的影响，防止顾此失彼，导致粮

食乃至农业种植结构新的失衡 ［２７－２８］ 。 因此，对于 ２０２０ 年以来玉米价格的恢复性上涨，不宜过

于敏感并反应过度，应该保持必要的定力和更大的弹性容忍度。 何况，玉米乃至粮食价格的上

涨正是相关粮食主产区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契机。 推动今后的粮食市场调控要注意“多用文

火，少下猛药” ，增强政策的前瞻性和预见性，防止政策急转弯过快过大，加剧粮食市场供求波动

和价格涨落，影响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形成妨碍粮食安全的隐患。
从玉米延及水稻，尽管水稻加工用途不似玉米多样，尽管当前水稻超期库存严重，与几年前

的玉米类似，但从当前调减稻谷生产的趋势和玉米市场调控的经验教训来看，当前在适度调减

水稻产能、推动其加工转化的同时，也要防止用力过猛过频，导致未来水稻供给短缺。 毕竟水稻

不同于玉米，对实现口粮安全至关重要。 客观地说，当前在稻谷生产和市场调控中“急转弯猛给

油”的问题，已经开始“再露端倪” 。 虽然基于当前稻谷严重供过于求和超期库存的实际，稳步

渐进地适当压缩水稻种植面积有其必要性；但基于玉米市场调控的经验教训，在稻谷市场调控

中也要防止调整力度过猛，甚至将多个单独采用较为合适的政策措施叠加使用，导致未来生产

减少、加工甚至饲料需求增加叠加出现，形成延后几年的稻谷供给短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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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我们调研时黑龙江省富锦市提供的资料，自 ２０１７ 年国家下调粳稻最低收购价以来，全市水稻种植面积呈现逐年递

减的趋势，农民种植水稻的积极性明显降低，甚至将水田改种投入更少的旱田作物。 ２０１８ 年该市水稻种植面积 ２３０ 万亩，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分别减少到 ２０６．７ 万亩和 １９１ 万亩，２０２０ 年全市水稻种植面积为近年来的最低值。 况且，将种植水稻改为

种植玉米、大豆涉及水田改旱田的问题。 从富锦市的经验来看，水田改旱田好改，但旱田改水田基本是在低洼地进行的，做起

来难度大，需要许多农机配套跟进。 “水改旱”导致水稻面积调减后，许多农机一年不用就可能报废。 如果“水改旱”后过几

年发现水稻供给短缺再来通过“旱改水”恢复水稻产能难度就会很大。 自 ２０２０ 年起国家对最低收购价稻谷限定收购总量，粳
稻价格与上年持平（ ２．６０ 元 ／ 公斤） 。 由于生产成本提高，在此价格下，许多农户和合作社稻谷生产已经无钱可赚。



（六）全面促进农村改革深化和城乡联动发展，加强农业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和服务能力

建设

通过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帮助农户和乡村集体拓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这

一途径，为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通过推进城乡融合、城乡联动的改革创新，完善相关体

制机制，培育都市圈在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中的战略平台功能，鼓励打造本

土化、区域化、都市圈一体化的供应链，为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对区域产业发展的龙头引领作用、
县城的骨干支撑功能、小城镇和特色小城镇的集聚功能，培育都市圈产业发展的梯级增长节点

创造条件，增强对农业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带动功能 ［２５］ 。 通过推进城乡联动的改

革创新，促进城市公共服务更好地向农业农村延伸，帮助农户降低生产生活成本，减少外出就业

的后顾之忧，增加就业增收的便利。
与此同时，加强农业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和服务能力建设，帮助农民提升就业素质和竞争

能力，促进劳动力供求信息有效畅通，疏通农户就业增收渠道，提高农民增收能力。 加强对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平台建设的政策支持，鼓励民营企业、非营利机构参与农村劳动力或城乡

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完善激励机制，鼓励平台提升服务质量、改善服务体验。 结合实

施乡村企业家成长工程、农村创业带头人提升工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服务主体培育工程，培
育农民就业增收的“领头雁” 。 鼓励依托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乡村产业园、企业－输出地合作方

式，加强农业农村劳动力培训，借此增强农业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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